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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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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却未能相互伴

随。因此，人们对改革的社会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唯GDP增

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而在我看来，首先是因

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

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

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

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在一个政治

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 

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困境。 

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推出的改革举措，基本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性的调

整。这么多年，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比如说物价要不要调整、房地产要不要放

开、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或者你对社会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钱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这都是

中国近十五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焦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把改革放在

道德平台上，这些关注让我们的内心迸发出来的道德热情，在近十五年可以说有了发泄的广泛空

间。但是，光有道德还不能解决问题，道德是一种愿望，是一种知觉，是一种判断，但道德本身不

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和举措。 

所以，1992年以来的改革，都只是在刺激社会要素上，而不是在国家治理上来解决中国的改革

问题。中国人寻求的民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治道民主的权力来源，比如我们只要领导关注民生问题，

但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这一点我们都遗忘了。没有宪法和法律的肯定，请问，即使领导关

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权利没有受到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领导对你垂悯，并不能实质性或

根本性的改变状况。于是，民生问题就变成了公共汽车点、地铁点设在哪里合适等等，然后，国家

要铁腕，来搞定一切。这变成社会政治改革的悲剧。 

第二个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给严重短缺。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时，国家的基本结构、政

体选择、财政收入与支出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等等，都变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现实障碍。在这样

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今天

必须痛苦面对的难题。 

第三个方面，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如果说前两个困境都是外部



障碍的话，改革共识的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

说，首先要对官员干部们棒喝一声：你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们为

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基层社会要参与到改革的谋划中来 

美国当年就是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从而成为了百年创新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改

革还有没有能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改革在某种意义

上是要冒风险的，能不能使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冒险家”，无论是经济上想赚钱的企业家，政治上

想出业绩的政体改革家，还是理论上想出改革新思维的思想家，以及社会公民中要维权的维权精

英，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广东，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唤，并展开强有力的有社会感染

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显然，深圳和广东目前的这种行为是不足的。 

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困境遭遇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费的问题，更是一个在精神准备上的问

题，我们对改革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期待、社会愿景及心理共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

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热火

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改革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导集团和思想精英们

对改革的共同谋划。而对社会基层来说，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溃的农村居

民，一心盼望着的仍只不过是有饭吃。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关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改革思想家

李泽厚，有一句经典概括：改革哲学就是吃饭哲学。今天我们回头看三十年来的艰难历程，我们改

革社会的基层动力同样是三个字：吃好饭。 

正是由于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精英，民主的前

途也始终由极少数精英来对付。因此每一次国家发展的重大关头，我们总是把国家的愿望寄托在极

少数的精英身上。这使得改革谋划始终成为上层之争，而没有交付给基层社会、民间力量，来对精

神层面进行富有理性价值的严格审查和判断。 

我们需要一个立体的消费社会 

如前面所说，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而消费社会具有基本合

理性，因为它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变成为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择。所以，当中国社

会进入消费社会，也不是完全丧失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基层民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展开维权

时，当我们有了农民维权精英、城市小区维权精英时，当我们发现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社会向上

流动的空间”骤然放大时，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供的一种权利空间。 

西方的消费社会是一种立体的消费社会，它包括日常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政治产品的共同消

费，而这种消费要求有制度化的结构，要求进入民主宪政法治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消费社会―――我们只能消费社会的低端产品，而不能消费高端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因

此，我们的消费社会是扁平的、物质的。 

在这样一种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里，由于对精神产品消费，尤其是政治产品消费的逃避，学

界本应保持的某种批判精神以及政界本应完成的法治转型，日渐为我们所冷落，甚至变得门可罗



雀。于是，呼唤法治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法学家的职业责任，而政治学家愿意讲话的不多，或者把公

共管理作为政治学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替代了政治学的基本精神―――批判社会和筹划宪政，不

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 

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还是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

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

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权钱勾结在近十多年来恶性膨胀，与

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普遍的精神萎靡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

和睿智没有了，所以汪洋书记一到广东，就问广东的官员，还有没有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

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那么，广东的官员现在还有没有当年袁庚、

任仲夷、吴南生等人的精神，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敢于冒杀头的危险去改革？ 

只有当我们的消费演变为对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的消费与物化产品一样，建立既有效率又显公

平的宪政民主法治，在这样一种平台上进行规则性消费时，中国社会才能逐渐地归位。 

破除改革困境，广东一定要有突破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消费社会造成的壁垒已经非常严重，甚至难以突破。在我们已经习惯了

精神生活由那些权威来主宰和引导的状态后，我们的消费社会又遇到这样一种情形，演变成了对于

专家和精英的幻灭，我们在零六、零七年里精神生活最严重的事件，就是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在

我看来，就是在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时，公众自己丧失了判断力。 

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就是让我们对片面消费社会盲目追逐的认识，变成每一个公民的共识。

这是我们要重建改革共识中最重要的共识。 

西方人有一个总结，说中国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出来，公民

哪怕从一岁开始都想发财的。印度是比我们穷，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牛车、自行车、汽车都在

上面走，你会觉得这是高速公路的一大奇观。但是印度人又让我很震撼，就是内心世界的安宁以及

对秩序的高度尊重。因为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其中印度教徒超过80%，宗教信仰让印度人内心

安宁。还有，印度人的规则意识让人尊重。我前不久在印度访问，陪我们的是一些学中文的印度学

生，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因为印度不怎么讲交通秩序，车都是乱停的，

但警察一招呼你必须要听，不听马上就两张单给你，一张是法院告票，第二张就是罚单。当时，我

们的一个司机违章被警察抓到，我们跟学生开玩笑说，打一个电话给你爸，让我们的旅途顺利一点

嘛。他说，不，我爸爸只保护弱者，他（司机）不是弱者，他是坏人。因为这个学生缺乏汉语词

汇，坏人的意思是说违背者。当时我们去的三位教授就在那里议论，如果在中国，这个学生马上就

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一个电话搞定，不罚了。 

所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达不到公民共识的，我们始终会在公民行动之外追求某种

特权消费品，而这样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必定是一个特权社会。 

去年七八月份，我连续去新加坡开会，新加坡人告诉我，李光耀跟中学生精英座谈，但是中学

生只提出一点：你讲的都对，你也是善待我们，也是爱你的人民的。但是，我们只给你提出一个要

求，我们要有选择。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在索取消费品时必须承担等值的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必须要和我们的公

民权利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行动者必须是公民，你在满足消费品的需求时，要对

你的组织、你的地区、你的国家有公民意识，要有公民判断。中国要有一批精英和准精英以行动来

指出，仅有一点物质财富是不够的，更要以行动来冲击现实社会。我们看，韩国也好，台湾地区也

好，民主宪政转型时学生的担当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呢？ 

我认为广东在这一点上尤其需要改变。广东多年来一直以自己的务实沾沾自喜，我早在文章中

公开指出，务实从低端看就是唯利是图，从高端看就是追求发财，以务实来形容广东，是侮辱广东

人的智慧。在近代中国刚刚踏入现代门槛的时候，我们广东就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

人，他们是务实吗？不，他们是真正以世界眼光谋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驱。但是现

在，“务实”的广东人丧失了宏观谋划理论能力，丧失了筹划全局的可能空间。 

因此，我们今天要突破的，就是与我们如何形成新的公民共识相关，我们要在消费社会里建立

一个非依附性的消费自信，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消费建立在真正的规则产品消费上，比如民主、法

治、宪政等。在这一点上，任仲夷生前一再号召的“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政治特区的筹划”，我

认为是非常英明、非常睿智的。 

两年前，我和高尚全有一个对话，我说中国的改革要突破，其他地区依然比不上广东，为什

么？很简单，广东毗邻港澳，广东人的社会心理接受改革，广东已经有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

验，广东现在有非常雄厚的物质财富。在这一点上，广东应当是有自信的。我现在的断定是，不断

领风气之先，永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这就是广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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